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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问题？
———也谈“主义”和“朴学”之争

吴　炫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　迄今为止的“主义”和“朴学”之争，往往停留在捍卫自己的研究的重要性之层
次，可能不同程度忽略了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发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的理解。只有独特
的问题理解，才会产生独特的思想、理论和主义，学术的甄别也才能有自己的价值坐标。王国
维和李泽厚正是在这样的问题的理解上，过于依赖中西方现有的思想文化，而看不到他们对自
己认同的思想理论的批判和改造，从而产生问题模糊和理论矛盾之现象。在此意义上，直面中
西方思想冲突的焦点，注意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异质性经验，吸收戴震等学者打通思想与学术
的方法，或许可以为当代中国理论家和学者找到共同的突破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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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疆转来他的《朴学与主义》，是与夏中义
《学术史提问与“新世代”焦虑》商榷的文章，并希望
我这个２０年前就提出“否定主义美学”的“主义实
践者”也发表一点看法。其实，很多年前我曾写过
“什么思想与什么学术”以及“思辨与实证”方面的
文章，本不想再多说什么。但是拜读了两位的文章
后，觉得在“主义”和“朴学”之争论背后有可能存在
被双方忽略了的盲点。这种盲点可能会阻碍当代
学术和思想对“主义”和“朴学”之争的深化。“什么
是真正的问题”之追问，就是这种盲点之一。

一、思想生产和学术诊断的“问题坐标”

应该说，思想是理论的基础，但一般我们所说
的思想因为与经验和感受性的看法有关，很难避免
矛盾和凌乱，故容易造成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是
一种思想、在另一个问题上又是另一种思想的碎片

状况；尤其是把自己赞同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
从而不会思考什么才是自己的思想，更是中国当代
学者普遍的状况。所以系统化、逻辑化，而且有独
特的问题和独特的观念所揭示的理论，就成为中国
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要求，以突破传统的注释、阐释、

印象式把握、选择和认同世界的思想方式。如果这
样的理论操作性强，也能介入一定的实践并产生普
遍影响与作用，就可以称之为“主义”（主义与理论
在性质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①

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认同并支持王建疆关
于“主义”的倡导，便也因此常常感怀自己几十年
否定主义建构和实践的艰难和孤独。但从王建疆
和夏中义的论争中，我似乎又隐隐发现了这种艰
难和孤独的原因所在，那就是：无论是对“主义”和
“别现代”倡导的王建疆，还是坚持学术史的发生
学考释研究的夏中义，可能都多少忽略了中国文
化和文学的现代化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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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的问题的理解，既决定着我们需要什么样
的思想、理论和主义，也决定着学术史的梳理是在
怎样的问题坐标下进行的，并直接决定着我们对
中国语境下出现的各种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
价值判断。所以我对王建疆说：今天再倡导“主
义”和“别现代”，已经不能停留在告别对西方理论
和主义依附和移植的呼吁层次，而应该提出自己
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和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

么，这才可以建立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思想、理论
和主义。问题的独特性，才能产生理论和主义的
独特性。今天不少学者之所以对西方的理论和主
义在中国的运用持审慎的眼光，这是因为西方思
想和理论解决不了中国自己的文化现代性问题。
如果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就是诸如建立西方宪政

的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
政治哲学。王建疆把“别现代”理解为前现代、现
代和后现代的同时涌入，虽然有区别西方的倾向，
但问题很可能是堆积的、模糊的。因为相对于西
方现代主义突出“我思”之理性、后现代突出“生
命”审视理性的局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应该
从中国自己的突破伦理束缚的文化经验和资源中

去提取，这是一种“去伦理化但又尊重伦理”的中
国式现代理性创造问题，也是整体性与个体性都
能得到尊重的问题。所以不可能是西方有亚里士
多德理性传统的“我思”之认识论以及以理性文化
为前提的“质疑理性”之审美现代性问题，也不可
能是以二元对立为前提的西方个体权利、宪政体
制观照下的问题，在儒家伦理没有改变的前提下，
甚至也不是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呼吁的问题，否
则，西方任何理论概念在中国都会被异化。可惜
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各种理论和主义，基本上
都是依附于西方这些理论和主义来提出中国问题

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当代理论、主义创造的意义上
可以是“伪问题”而需要审视改造———这样的工作
会导致什么样的、有明确内涵的问题提出，才是王
建疆的“别现代”需要面对的。
与此同时，夏中义近些年对中国现代学术个

案的研究，当然彰显出严谨扎实的学术意义。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建设需要对本土
资源认真梳理的意义上，这样的研究可以提供给
理论和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学术性养分。夏中义
倡导的“去症候”“重诊断”，在纠正以西方思想理
论判断中国美学与文论之问题的意义上，也是有
助于中国思想、理论的中国文化特性考量的。如

果说“诊断”既包含对隐藏在学术中的思想的“甄
别、挖掘、梳理”，也包含研究者具有美学和文论的
现代问题产生的价值判断，出于乾嘉学派的“朴
学”今天同样就会体现出明显的缺陷。我的看法
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夏中义和王建疆讨论的中
国传统文论是否有思想而无系统理论，而在于即
便是“有思想”的诊断，也需要放在研究者所认定
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下进行判断。否
则，中国任何学者的思想其实都可以在文献发生
的意义上进行泛价值认定，任何学者的任何思想
也就都可以做历史还原性研究，从而可能与一个
学者“如何对文学自身负责”这样的文学现代性问
题失之交臂，也难以培养中国当代学者对传统文
学美学资源的审视能力。夏中义在《学术史提问
与“新世代”焦虑》中谈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
这部著作未见“上编、中编、下编有总体性逻辑过
渡”，“确乎没有‘体系’构成所特有的概念系列的
亲缘性思辨延绵”，触及中国的现代理论体系是否
必须与西方理论体系完全一致的问题。但《文心
雕龙》开了文学“宗经”的先河，导致中国文学只是
在文体、表达、修辞的层面上谈自我实现，才是当
代学术研究面对文学独立问题不可回避的诊断。
因为早于刘勰的司马迁，其实在《史记》中就已经
突破了“宗经”的思维定势；而后于刘勰的苏轼，更
是在《东坡易传》中突破了儒家对阴阳八卦的“多
元统一”的解释。这种相互比较的“诊断”是可以
衬托出中国第一部相对系统的文艺理论的思想局

限的。夏中义认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从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
品》→萧统《文选序》，不懈爬梳出一条魏晋南朝
‘纯文学’意识逐代觉醒而臻于‘文学的自觉’的大
线索”，但郭绍虞将“文学自觉”或“纯文学”放在
“欲丽”“缘情”“能文”上，却未必触及文学独立之
现代理解的问题，当然也就很难在这个问题下分
析中国的“文学的自觉”，是否突破了刘勰奠定的
对文学“宗经”的理解格局（包括萧统的“典雅”规
范和王国维的“古雅”规范）。其实，直到汤显祖提
出文学的“情在而理亡”为止，文学独立问题还是
没有得到思想上的深刻定位。就中国的太极文化
不可能区别出纯粹的“理”和“情”而言，我们不可
能说《红楼梦》是“纯情的”，因为贾宝玉对女孩子
的“尊重和怜爱”，其实包含着曹雪芹自己的“理”；
我们也不可能说鲁迅只有对中国文化严酷的理性

批判，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已经是鲁迅很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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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的情感了。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文论在“文
学本体”“文学独立”等根本的文艺理论问题上，可
能还没有苏轼、曹雪芹的作品更能言说出文学突
破儒家、道家哲学的精神———苏轼的哲学突破了
“天人合一”之规范，曹雪芹突破了男尊女卑文化
和纯情文化之规范，才涉及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真
正独立之精神，而这样的精神是突破“情”与“理”
的框架的。所以，好的文学不是“重理”还是“重
情”的问题，而是无论是“理”还是“情”均需要突破
儒家经典束缚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从穿越
“宗经”的角度考虑文学自觉问题，无论这样的文
学批评史演变是怎样的，可能都不是夏中义说的
“远未发育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婴儿”的问
题了，而是要慎言他所说的“中国古代美学‘有’
‘思想（言论）’的丰饶与深刻”这个问题了。

二、王国维和李泽厚的“问题模糊”

另一方面，就深刻的理论—深刻的思想—深
刻的问题之逻辑关系而言，我觉得“思想”和“理
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才是牵涉到思想、理论
“有”和“无”的关键。思想和理论是建立在坚实的
学术和知识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从独特的问题
展开的对既有思想知识的审视思考上，也决定了
关于“主义”之争是否可以更加深入。胡适的“多
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之所以是皮相之论，是因
为中国现代学者谈的大都是中西方既定理论观照

下的问题，而不是自己所发现的理论和社会问题；
所说的主义也是西方现有的各种理论和主义。问
题的置换和主义的置换，正好暴露出中国学者不
能提出自己的文学问题，以及建立中国自己的现
代文学思想、理论、主义和学术观念的原因所在。
基于独特的思想、理论和主义，是建立在独特

的问题发现之上的古今中外经验。无论是马克思
主义发现了“劳动异化”问题，还是雅各布森立足
于“文学与非文学之边界”的问题，抑或是存在主
义发现了“诗性之在被理性遮蔽”的问题，如没有
独特的理论问题的提出，不用说自己的理论和主
义，即便是自己的文学思想，也不可能诞生。夏中
义所青睐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四位著名学

者———王国维、朱光潜、钱钟书、李泽厚，其学术功
底虽然有差异，但学养应该都值得我们钦佩。但
要说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和美学理论，是
区别于传统文论和西方哲学、美学的，就有些难说

了。先不说王国维的“无用说”“古雅说”作为现代
中国美学的开端能否解释中国近现代优秀的文学

作品，也不说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生命哲学解释《红
楼梦》是否牵强，仅仅就“境界说”区分“有我”和
“无我”是西方主客体认识论的植入，“无用”说依
托的是康德的超功利美学，“境界”和“古雅”又有
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就可以判断王国
维是在中西方哲学和美学之间徘徊、嫁接来形成
自己的美学和文学概念的。这些美学和文学概念
放在一起，正好使王国维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在“自
己的思想”意义上模糊起来。这种模糊究竟是一
种“准体系的创造”，还是既定思想的“非有机性组
合”，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王国维的美学概念和中国近现代优秀文

学作品评价的脱节揭示的是后者的问题，用西方生
命哲学解释中国《红楼梦》的牵强性揭示的也是后
者的问题，那么上述四种美学概念放在一起的矛
盾，可能同样是后者的问题。由于“天才”感悟宇宙
人生的超功利性常常也是“突破艺术程式”的，所以
强调艺术程式的“古雅”与“天才”是有矛盾的，至少
“古雅”不是“天才”的逻辑延伸。如果“古雅”是给
“非天才”准备的，实际上也就消解了“天才”说提出
的意义，除非将“天才”内涵“古雅”。这样的问题，
实在是因为王国维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想在中国给
“天才”和“人间”划分界限所致。而这样的界限，到
了“境界”说区分“趣、性、魂”三个层次时，同样遇到
了麻烦。由于这三个层次在中国文化中是相互缠
绕的，中国文学经典的“宇宙人生关怀”基本上不是
超越“趣”和“性”层面的“纯粹关怀”，而是“不限于
趣和性”的“缠绕性关怀”，这是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所致。《红楼梦》中贾宝玉和他所关爱的女孩子的
“清纯之美”，是生长于日常吃喝玩乐等性、趣之中
的，而且在贾宝玉身上也是包含日常赏心之愉悦与
性感之乐的，甚至大观园本身就是依附于世俗权势
才能存在的。这就使得中国文学经典很难剥离出
一个纯粹的“魂的关怀”。这个问题，揭示的是王国
维对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美学缺乏哲学批判的问

题，所以在“审美无用”和“世俗之用”的中国式复杂
关系上，王国维基本没有自己的哲学创造。这种局
限，使得王国维即便将“天才”的“魂”之境界定位在
“宇宙人生关怀”上，也未必能突出文学独立和文学
高下之问题。因为至少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孔子
作为哲学家的人生关怀，与曹雪芹作为文学家的人
生关怀就是不同的。由于一切文化性的人生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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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观念性的，而文学的人生关怀是体验性的，所以
不能突出文学的宇宙人生关怀对文化观念的消解，
文学又怎么可能从“观念之道”的承载要求中突围
出来，获得独立的品格呢？同时，文化的宇宙人生
关怀是以群体性、普遍性为特征的，而作家的宇宙
人生关怀是个体性、孤独性的，以前者作为作家自
己的人生和世界关怀，在文学的价值上反而是不高
的。２０世纪中国的启蒙文学以西方人道主义和个
性解放为准绳，文学价值高的反而是审视和疏离启
蒙的鲁迅与张爱玲，是否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一个中国现代美学家或文论家对中国文化现

代化与文学现代化的联系与区别，没有放在中国
文化和文学经验中去提取，他就很可能依附中西
方既定的思想和理论，在徘徊和矛盾中提问题，从
而也会不断置换自己的理论概念，使自己的思想
模糊起来。这种模糊说好听是融合中西，说不好
听是思想碎片。在此方面，李泽厚的“积淀说”和
“情本体”的置换与矛盾，就是一个典范。

“积淀说”强调的是儒家伦理对文学情感和形
式的规范，造成李泽厚《美的历程》对儒家伦理之
美的历史性书写，应该说是一种伦理历史化的本
体之实践。这样的本体论主要是在分析和描述儒
家文化为什么在历史发展中成为中国人集体性的

审美无意识，但却看不到中国文化经验中突破儒
家文化积淀的个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如夏中义
谈《美的历程》所说的，“第一步，他总是确定每一
历史时期的总倾向或主导‘理性’，它在文人———
艺术家身上沉积为价值文化态度；第二步，再找出
该时期的艺术经典在意蕴、情调、形式方面对上述
‘理性’的微妙感应；第三步，从给定艺术经验（作
品与技法）中提炼出该时代的审美尺度”，但却“看
不到民族审美意识和艺术形态为什么和怎么发生

变异的”。②如此说来，“积淀说”如果也有问题意
识，那也是强调需要传承历史性文化内容比突破
这些内容显示从独特的、难以概括的艺术独创性
更为重要的意识。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文化和
文学的现代化需要改变儒家文化以及如何改变等

理论问题被忽略了，从而在思想上与刘勰的“宗
经”思维并无二致。因为“六经”其实就是贯穿中
国文化各个历史时期的“主导理性”。将艺术作为
“主导理性”的外化形式，无论怎样绚丽多彩，艺术
自身异于“六经”的“理”，就不可能被“积淀说”所
重视———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美何以可能”

“优秀文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李泽厚近些年又提
出“情本体”，③通过“创造一个以情为本，融理、欲
为一体的美丽世界”④来针对西方理性文化、宗教
文化式微之后的人类生活出路问题。但是因为在
“积淀说”中“情”是被儒家伦理所规定的个体显现
方式（所谓“合情合理”），与“情”相关的“个体人
格”也只是“圣性人格”的外化，所以汤显祖尊重人
性、人欲的“情”只能是悲剧性命运，而文革时期顾
准和张志新不屈的情感靠的是自己思想信念的支

撑，这三种不同的“情”基本没有进入李泽厚的“个
体主体性”思考的视野。也就是说“什么情”“什么
理”的问题没有被李泽厚重视，这就使他的“情本
体”很难面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需要激发个体思想
（理）创造的问题，回避了苏轼、曹雪芹有自己的
“理”规定的“情”从而突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
问题，也使得他想通过“情本体”解决西方后现代
问题的愿望可能落空———用儒家讲群体性、血缘
性规范的亲情、友情、爱情建立的“情”，怎么可能
诊治讲个体权利、思想创造、逻辑理性并且有超现
实宗教传统支撑的西方人的人生价值重新选择的

问题？其可行性论证如何展开？

究其实质而言，“情本体”误解了西方后现代
其实不是不需要理性而是审视理性的局限性之问

题。以为连理性思考力都很弱的民族凭着自己伦
理化的“情”就可以为人类理想的生活指明方向，
也同样误解了中国文化所讲的“情”从来不是一个
独立的、根本的范畴，如何能成为本体论？⑤如果
李泽厚注意到中国文化中“个体化的理”能接纳又
挑战“群体化的理”这种“异类”现象，他的重点就
可能会放在“个体化之理”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的突破上了，也就没有必要在“理”的外化形式
（情）上做文章；中国文化能与西方文化打通的也
就不是历史积淀的仁义化的“情”，而是尊重儒家
文化、又异于儒家文化的“个体化的理和情”。由
于“创造工具”可以不受“使用工具”支配，“活得怎
么样”可以不受“活着”支配，所以“主体论”强调
“人类性主体”对“个体性主体”的支配作用即便给
“个体主体性”留下自由选择的空间，个体能通过
自己的思想创造突破这种支配吗？如果能突破，
那就是两种本体论；如果不能突破，区分“人类主
体”与“个体主体”就没有多少意义。从李泽厚想
兼顾两者的思维方式来看，我认为这正好暴露出
他其实是没有自己明确的哲学问题的，从而才造
成他不断调整自己理论命题的状况。但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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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家，哪一个不是可以在本体论问题上与时
俱进、改头换面的？

三、独特的中国现代问题如何提出？

在如何产生自己的哲学、美学和文学“中国问
题”上，我的基本看法是：突破在既有的思想、理论
和学术观念之间进行“选择”“综合”的批评和创新
方法，直面和审视各种思想理论相对于自己生命
感受的矛盾点，才有可能发现自己的“中国问题”
之萌芽。批判不是用一种思想理论去批判另一种
思想理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而是用自
己的“问题”去批判所有与此问题相关的中西方思
想、理论和主义，当然也包括批判既定的学术观念
与方法。
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本书中，李泽厚说，

“我现在提出的情本体，或者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这是一个世界的视角，人类的视角，不是一个民族
的视角”。又说，中国实践理性或者历史理性的最
大缺陷就是“忽视思辨、逻辑的力量”。⑥这是典型
的用西方理性文化看待中国“问题”、又用中国情
理文化看待西方产生的“问题”，应该说，代表了中
国学人普遍的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
式之所以不可能发现中国原创性的现代问题，是
因为李泽厚一方面是凭感觉说中国缺少西方人的

理性思维，但却无法论证中国人如何在伦理情感
框架中培养这样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是学术上的
盲点。另一方面，李泽厚又没有注意到中国学者
模仿西方人的逻辑推理能力，也具备、甚至可以产
生很经院化的规范论文，但为什么就不能产生自
己独创性的哲学思想呢？这个问题可以提出逻辑

思维与批判思维的矛盾点。而中国古代资源中，
司马迁、苏轼、戴震、陈亮为什么可以在批判儒家
哲学中提出自己的天人观念、人学观念、尊欲观
念，但已经学习西方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学人却
不能？这是儒学积淀和突破积淀的矛盾点。对这
三个矛盾点的关注，自然会产生中国文化现代化
究竟是要加强学习西方的创造之果（逻辑思维），
还是需要发掘传统中的创造资源里隐性的思想能

力和方法，⑦就成为现实、传统、西方之复杂关系
的问题焦点。对这些焦点的关注，自然就使得儒
家情理文化和西方逻辑思维都不一定是中国文化

现代化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会成为中国现
代哲学批判改造的对象（儒家情理文化对人的欲

望和思想创造力的抑制，是必须予以批判改造的；
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文化与中国情理文化

和隐性突破的批判性文化结合后，也必然会发生
性质与结构的改变）。可惜的是，李泽厚只看到儒
家文化历史化的中国，却没有看到尊重而又挑战
儒家不断出场的另一个隐性批判儒家的中国。如
果后一个中国进入思考视域，我们就不会受儒家
化的“情理”束缚，也不会执迷于在学术形式上模
仿西方了———逻辑思维如果不与批判思维相结
合，只能是一个精致的皮囊而不会生产思想与理
论；逻辑思维如果不在生活中落实，就只能是中国
伪善文化的另一种翻版。更重要的是，李泽厚因
此也看不到另一个中国才是与西方后现代哲学对

话的资源，那就是中国的弱逻辑化、具有隐性批判
张力的思想文化可以弥补西方逻辑化、绝对化思
想文化带来的负面缺陷，而不是非逻辑化的儒家
情理文化可以直接弥补西方理性式微的文化局

限。在此意义上，哲学实在不应该是李泽厚意义
上的人类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分离，而是只有通过
中国问题的有效解决才能向世界贡献一种东方现

代人类哲学。再进一步推究，我们在中外哲学史
上似乎也没有发现一个本民族文化问题解决不

了、却能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哲学家。
比较起来，皖派朴学代表人物戴震的《孟子字

义疏证》，⑧ 则给我们突破乾嘉朴学以这样的启
示：鉴于中国是太极文化，学术和思想本不应该疏
离或对立，而是相互缠绕的关系；更因为知识分子
对社会和人类生活的责任不可能脱离思想，所以
乾嘉学派承袭两汉古今文经学在文献考证上没有

多少学术观念的创新，本身就应该进入现代中国
学术的思想审视视野。这种审视自然会使得我们
注意戴震将思想批判引入字义考证的重要意义。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戴震首先发现了人性的根本
是人的生物性之问题，因此“理也者，情之不爽失
也”“理在事中”的思想来自于戴震对古人的还原
考证得出的看法，以“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
所谓理者矣”⑨来展开对朱子“灭人欲”之理的批
判。这样的思想还原本身就是思想批判，我们已
经很难分清这是思想、理论，还是学术、朴学。可
惜戴震这种突破“主义”和“朴学”分野的创新，似
乎并没有被今天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史研究和文献

考证研究重视，也没有被中国理论界的思想和理
论研究重视。其结果就是，王国维和李泽厚所说
的中国古雅文化和文化心理结构，其实都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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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八卦之后的思想产物，并不一定是古老的八
卦符号的唯一解释。如果对中国文化思想进行还
原研究，应该还原到伏羲的“先天八卦”之中，从而
通过对“先天八卦”的新的解释展开对儒家思想文
化的批判。事实上，儒、道之争已经展开了这样的
批判，后来的荀子和苏轼也不同程度以自己所理
解的“天”和“道”加上事实论证来突破儒家文化的
思想结构———苏轼甚至以对“水”的“随物赋形”的
性质观察，还原并改造了老子的“水往低处流”⑩

的思想。这些其实都可以成为思想与学术交融的
先例。关键是，无论是戴震还是苏轼，即便是在做
学术研究时，也是具有以自己的生命感受为出发
点的思想批判活动的。这种活动制约着学术甄别
和还原研究的方位，并通过学术研究建立起自己
的思想观念。
我想，说到这里，王建疆和夏中义所争论的

“主义”和“朴学”问题，是否应该可以有一个交汇
点了？

注释：

①“主义”也可以在创作方法和流派意义上使用，如现实主义、印

象主义等，这就不一定与特定的理论体系有直接关系。

②见夏中义：《李泽厚“积淀说”论纲》，《上海文化》１９９５年第

４期。

③参见李泽厚、刘悦笛：《关于“情本体”的中国哲学对话录》，《文

史哲》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④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６８页。

⑤陈来认为应该是“仁本体”，但实质内容与李泽厚伦理化的“情”

尚未有根本区别。见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版。

⑥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８０、８６－８７页。

⑦在否定主义哲学中，这是一种中国化的尊重儒家、又能质疑改

造儒家的思想能力，其表现形态并不是西方思辨和逻辑的。司

马迁一方面尊敬孔子，另一方面又将“一视同仁”改造成“一视

同人”，可以说明。

⑧［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版。

⑨同上，第１页。

⑩见《经部·东坡易传—钦定四库全书》，线装书局２０１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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